重释知识产权的对象
——基于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相区别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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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对象与客体的界定长期无法达成一致，对知识产权法学的体系化具有不利影响。从传统民事权利对象的界定方法来看，知识产权的对象就是知识和信息，是有价值、可再现并与现有知识、信息相区别的知识和信息，具体包括作品、专利技术方案、商标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结合权利的本质可知，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利用这些知识信息所生之利益，权利客体的财产性和权利对象的独特性是知识产权成为独立一类民事权利的二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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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not been formed an unanimity for a long time, and it has adverse effect on the systema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udging from the method of defining the subject of traditional civil rights, the su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it is valuable, reproducible and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t specifically includes works, patented technology solutions, trademarks and other undisclosed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rights, the o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benefit result from using thes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property of the object of right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object of right are the dual basi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kind of civi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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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知识产权是迄今为止知识产权法学界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还未就何为知识产权的对象或客体达成一致。许多学者还认为，知识产权所包含的权利形态各异，权利对象之间鲜有共同属性，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传统权利内容以及新的权利类型仍在发展变化之中，因而，抽象出普遍认可的知识产权对象，难度颇大。虽然近几年也有相关研究文献出现[1]，但研究热度已明显减弱。知识产权对象或客体的研究目前有陷入困境之嫌。这不论是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均为不利。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民法视角，重新梳理这些争论并对其前提、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以抛砖引玉，引起方家对这一老问题的新关注。
[bookmark: _Toc398583192][bookmark: _Toc457384408][bookmark: _Toc404367084][bookmark: _Toc405583246][bookmark: _Toc405105787][bookmark: _Toc405796184][bookmark: _Toc402779100][bookmark: _Toc404368720][bookmark: _Toc406446004][bookmark: _Toc401818923]1  知识产权对象的学说概览
许多年来，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象，除了传统上的智力成果说之外，还形成了如下代表性学说：一是信息说。郑成思先生[2]指出，知识产权是信息产权的传统形态，信息一词能够覆盖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张玉敏教授等[3]曾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后，她又对该信息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它只能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对此处观点内容标注引文了没有？！。张勤教授[4]从世界的物理构成角度分析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只能是有用的信息，而不可能是世界的另外两种组成，即物质和能量。尽管同为信息说的倡导者，张勤教授的研究是以信息论上的信息为基础的。二是知识产品说。吴汉东教授[5]主张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称作“知识产品”，并从其与智力成果相对照的意义上指出了“知识产品”称谓的优越性，即表达了它的非物质性本质、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三是形式说。刘春田教授[6]认为，“知识产权的对象，顾名思义，应当就是‘知识’”；刘教授还从哲学上对于万物之二重属性——形和数的角度分析指出，知识的本质是形式，“它是指由人类创造，并经由法律的标准加以‘检疫’而获准予以保护的那些‘形式’。”四是符号说。李琛教授[7]127认为，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人利用属于共有领域中的符号形成的符号组合。李琛[7]129还认为，符号说与前述各说之间具有传承或继承关系：基于符号说揭示了形式说中有关形式的具体元素以及其形式的人创物属性，符号说是对形式说的直接传承；符号说是在知识产品说、形式说、信息说等基础上演化而来，是朝着明确财产的具体形态方向的迈进。此外，还有“知识财产”“新知识”等学说[8-9]，此处不再详细列明。
2  现有学说反映的主要问题
以上罗列表明，尽管各说具体表述差异较大，但其研究路径和目标是近似的，即不但寻找到了各种具体的知识产权对象的上位概念，而且从哲学、自然科学角度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明。例如，“形式”“符号”“控制论信息”“信息论上的信息”等，研究的目标都是为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抽象出表述统一的对象，采用的是比较典型的“属加种差”定义方法。这一相近研究路径隐含的问题有二：首先，因哲学和自然科学对万物的认识本就处于不断深入之中，难免导致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结论不确定。进一步说，该研究思路与传统民事权利的研究存在明显区别，大有舍弃传统界定思路的意味。其次，研究权利的对象，重在探讨利用对象所生利益之分配问题，而上文各说都没有直接体现这一重点。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史表明，知识产权对象的内涵或本质是什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形成没有实质影响；而且，正是因为不再关注知识产权对象的本质或内涵，现代知识产权法的体系才得以建构起来。学者指出，尽管专利和版权保护开始较早，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才得以形成，关键的原因是，此时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已由脑力劳动转向保护对象本身，即作品或机器本身，从关注包含在保护主题中的劳动价值转向了对象本身的价值，即特定对象对于公众阅读、经济以及类似方面的贡献，也就是保护对象的微观经济价值[10]173-174。
此外，在研究知识产权对象时，绝大多数学者都默认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是同义的。当然，这一默认并非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独创。事实上，不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是我国法理学和民法学界的通说。法理学的典型表述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又称权利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11]118,[12]371,[13]458,[14]138。民法学界对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基本上也没有区分。郑玉波先生[15]认为权利客体等同于权利对象，而权利对象就是利益的本体，或载体。梁慧星教授[16]认为，权利的本质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而此利益之本体，即是权利的客体，亦可称为权利的标的，或权利的对象。王利明教授等[17]指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具体包括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有价证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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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民事权利对象界定方法的启示
既然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而同属于民事权利的还有物权、债权、人身权，它们的对象与客体又是什么？学说上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路径吗？此处仅以物权为例予以考察。
不知是物及物权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原因，还是学说上认为物是不证自明的原因，民法上对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研究来得比较简单。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18]指出，物作为客体，是有体并占据一定空间。梅迪库斯[19]从民法典规定适用的角度指出了物的概念的重要性，却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只是指出物是“一切可以把握的东西”。我国海峡两岸地区学者对物的界定也是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从外在于人、有体性、可支配性、价值性等方面来进行界定[20-24]。这一点从法理学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作为权利客体之东西，须是“有用之物”、可控之“为我之物”以及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14]138-139。
可以确定的是，民法学说并未从自然科学关于世界的构成中去探讨作为权利对象的物究竟为何“物”——物质、能量或两者都是？一把椅子和一度电在自然科学上是何等的不同，但它们却能在民法学说上和谐相容；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自然科学上形态的不同，并未带来有关物权的对象是否统一，或者说法学上物的概念是否能够覆盖此二者的争论。显然，并非椅子和电力在自然科学上为相同物，而是因为它们均具备这两个特征，才能够负载利益而被民法学视为同等的物权对象。反过来说，法学上对物权对象界定较为一致的原因，是并未从哲学或自然科学上寻求支持；此外，在对物的界定中，均体现了作为权利对象之物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有用性”或“对主体的价值性”，二是“可控性”。
对照之下，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略显不敬”的疑问：为什么要从其他学科上揭示知识产权的对象或者说要探讨此对象的哲学本原？知识产权对象的研究，只是一个规范性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只是人为构造的上层建筑大海中之一粟。在这一视角下，回答“知识”“信息”的本原问题，着实有点强人所难。民法学对物的一般界定，虽未离开客观实在之物，却也并没有究竟其物质或能量本原。由此，在方法论上，知识产权对象之界定同样不能离开客观存在之知识或信息，但也可以不去深究其本原。
3.2  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不分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学说上不区分权利对象与客体成为通说的前提下，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区分？应该说，在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之间作出区分，既是民法理论应对实践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一组概念含义的还原。实际上，传统民事权利架构下混同权利对象与客体已经遭遇了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例如，民法理论不得将人格权的客体解释为人格利益，而不是也不能是人或人格。实践中，对于珍贵老照片、婚戒、遗物等特殊物的损害可以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但很难认为两个请求权的基础在于同一个客体。当然，不区分的传统做法给知识产权法带来的问题更多，也更为棘手，如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客体同一性问题、知识产权诸多对象之间的共性问题，以及从绝对权的角度知识产权权利人如何能够支配某个对象的问题等等。
至于概念含义的还原，则涉及到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通说含义的来源。研究表明，权利对象与客体含义的界定，并非源于对权利内涵的细致分析，而是来自于直接沿用哲学上的客体概念。例如孙国华等[12]371在谈及权利客体与哲学上客体概念的关系时指出，权利客体具有哲学意义上客体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范围更广（还包括客观精神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及法定性的特征。在哲学上，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中的一对范畴，主体-客体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黑格尔[25]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考察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黑格尔哲学里，主体的概念即绝对。在他那里，主体是脱离人的绝对精神或理念，主体的对象只是一种思想客体，即精神主体的变体，对象是精神的纯粹创造物。费尔巴哈[26]还原了主体的唯物性，认识到了主体是实在的完整的人，主体的实在性同时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客体的实在性在于它不仅是人的对象，而且是在人以外的实体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与主体相关联而存在。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客体理论，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物[27]。而在规定客体时，马克思同样以实践观为基础，认为人的创造物质的生产能力只能以物质本身的预先存在为条件[28]。换言之，物质自然界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永恒的绝对的客体[29]。总之，哲学上的客体不是孤立的。“主体与客体是构成实践的两个基本关系项。”这对范畴的特殊规定性和意义“在于它们表述了双方各自在一定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位置”，就此而言，“主体，是指对象性行为中作为行为者的人；客体，是指这一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客体是“实践的对象或认识的对象或任何主体行为的对象本身。”[30]由此可见，抛开客体与主体的相对性、关系性而言，哲学上的客体与对象所指为同一物。
然而，正如学者所言，法学中的客体概念具有自身特有的技术含义，它只能在法学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说明[31]。若仅从法律关系以及权利的法学定义展开，则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权利的本质是受法律保护的类型化利益。权利的客体只能是抽象的利益，而不是具体的利益载体；它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与利益的载体相关但不相同。权利的对象只是导致法律关系发生或变动的潜在事实因素，是利益的载体或具体表达形式。事实上，即便在法理学的通说语境中，学者对权利客体的具体表述是犹豫的，存在把利益的载体和利益在相同位序上使用的情形。有的认为客体是利益的载体或表现形式[11]200，或者是财富、资源[13]459；有的认为在抽象概念上，客体总是一种利益或必须包含某种利益[14]108，从具体角度看，则需为满足一定条件之物[14]138；还有的从表面和实际两个角度进行了表述，指出法律关系客体是一定利益的法律形式，“实质上，客体所承载的利益本身才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联系的中介。”[32]一句话，权利客体到底是利益，还是利益的载体或表现利益的事物，在法理学上并不一致，但也没有深究。
与法理学的认识不同，我国刑法理论明确区分了“客体”与“对象”。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一组相互关联、有明显区别的范畴。其中，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而犯罪对象则是指危害行为所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犯罪客体对应于社会关系，是一个规范评价；犯罪对象对应于客观存在的人或物，尽管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存在规范评价的因素，但其基础是自然存在的人或物。顺带说明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主张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去除[33]，但此举不会影响到刑法理论中区分“客体”与“对象”的基本事实。理由：一是主张摒弃犯罪客体评价的同时并未连同犯罪对象一并丢弃，即便在学者所倡导的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犯罪对象仍然是许多犯罪构成认定中的一个规范要素。二是我国犯罪构成改造或重构论者所主张的犯罪客体评价有违无罪推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是将我国犯罪构成的4个要件等同于德日“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一个要件之后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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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知识、信息是指代知识产权对象的现实选择
早在18世纪中期以前，英文中就出现了“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词。斯图尔特·班纳[34]23-24研究中阐述道：1769年，伦敦医生威廉·史密斯在名为《新的和医学的普遍方法》一书中复制了他人所做的医学实验并声称是他自己完成的；有论者就此评论道，该医生所报告的大量试验都是其他人的“知识产权”。但当时“知识产权”该词的含义比较接近于某人或社会所占有的全部知识（knowledge），例如，人们认为交流可增长“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不会因偶发事件而被淹没，这和货物类财富有别。到19世纪头10年，“知识产权”一词已经明确具有了现代含义。虽然此时知识产权只包括专利和科学知识，版权和创造性作品被广泛称为“文学产权”，但作者权利的保护很快在英国和美国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之中[34]24。184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开始将专利称作知识产权。1855年出现了以“知识产权之法”为名来研究作者和发明者权利的图书[35]，且对使用知识产权作为书名未进行说明。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一语应作广义解释，使其成为既能包括文学财产权利，也能包括发明中的财产权利的类术语[36]。可见，“知识产权”一语在其出现之后的不长时间之内，发生了由最初指代他人所掌握的知识的“总量”到用来指代“一部分”或“特定”知识的转变，“知识”究竟为何物并未特别指出。可以推断，“知识产权”一语中的“知识”，使用的就是其约定俗称的含义。发明和作品是这一术语含义转变之后的所指。进而可以说，在作为权利对象的意义上，知识产权并未区分发明和作品具体形态的不同。因此，现在继续用“知识”来指代知识产权的对象，未尝不可。正如学者所言，知识产权的对象就是知识，属于其中的专有知识[6]。
到19世纪80年代，知识产权开始被分为版权和工业产权。工业产权概念的出现，为商标进入知识产权范围提供了便利[10]161。当然，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包括了登记制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商标与版权在保护主题方面的直观相似性等等[10]168-170。然而，尽管此时的知识产权法已将其关注聚焦于具体的对象本身，但并不意味着保护对象中的脑力劳动或者创造性就完全没有了意义。这体现在商标成为知识产权的一种类型之后至今，人们都没有放弃探究商标与发明、作品的共性。商标的价值来自于传递信息，这与发明、作品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不同，相同之处在于都向公众传递了一定的信息，不同之处在于所传递信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从知识的约定俗成意义上，很难将作为商标价值产生基础的信息称作知识，但是，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形成并趋于稳定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的是对象本身或者其经济价值，并没有关注这些对象本身在形态上的差异。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法并没有打算在知识与信息之间进行区分。加之知识产权法的开放性特点，如今许多能够带来竞争优势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都已经成为了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在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意义上，没有必要严格区分知识和信息，这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选择。一如张勤教授[4]所言，从与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关联角度看，“将知识区别于信息并无现实意义。”考虑到知识产权法学界对知识和信息的使用习惯，可以使用知识和信息来指代知识产权的对象。
4.2  知识产权的对象是有价值、可再现、相区别的知识和信息
从知识产权法的本身以及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类比两个方面来看，知识和信息要成为知识权利的对象，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对主体而言，应具有价值性。所谓价值，通常是指对象对人所具有的现实或可能的意义。知识、信息的价值性主要是指对它们的使用能够带来商业利益[37]。当然，也应当包括精神价值，如作品能给阅读者带来精神愉悦或美感享受。学界对此已有说明。张勤教授[4]认为，知识产权客体是“特定有用信息”。其次，应当具备可再现性。可再现性是这一对象所表达的利益得以类型化的前提，是指作为权利对象的知识和信息，应当已经通过一定载体加以固定或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要求知识产权的对象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法律保护的不是这种形式本身，而是这些形式或符号所表达的知识和信息。可再现性相当于上文所谈到的物的可控性条件。也就是说，知识和信息唯有能够被人们所识别、控制时，才可以成为权利的对象。羊群跟随头羊行走，显然包含了信息的传递，此信息对人类而言，虽具价值，但却无法控制。人的大脑中，无时不有大量的信息活动，但若只是停留在大脑之中，则难以借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此，学界已从不同角度作出过说明。例如，刘春田教授[6]指出，知识须栖身于物质载体，成为可感知的存在。张勤教授[4]指出，承载于介质又不绑定于特定介质是信息的基本属性之一。李琛教授[7]126以符号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本身，也是对于知识、信息的可再现性的一种认可。当然，知识信息之可再现性与物的可控性不完全相同，后者可凭借其有体而为人力所控制，前者则须借助共同约定加以实现。此外，作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还应当具有区别性，也就是要与已有的知识和信息相区别。专利授权条件中的创造性、作品版权保护的原创性条件以及商标应当具有显著性的要求，都表达了它们与已有知识和信息区别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在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等权利对象中都有相应体现。总之，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和信息，是能够带来商业价值、可再现、相区别的知识、信息。
4.3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信息的利用所生之利益
至此，最后的问题是为知识产权法寻找统一的组织基础，实际上就是要分析知识产权有没有统一的权利客体。在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之后，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是权利的客体而非权利对象决定权利的种类和性质，不同权利的根本区别乃在于其各自的客体，而非客体存在的对象上，没有任何两个客体完全相同的权利，但可以有两个对象相同的权利。”[38]对象为外在物，本来形式多样、变化多端，为冠以统一之名目需要，自然可以继续争论，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没有止境。但知识产权对象具体表现形态的不同，并不影响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致性；而且，正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具体对象上负载或表达了相同的利益形式，才使得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成为了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并使得知识产权其与人身权相区别。这一点从多年前刘春田教授[39]给知识产权客体的定义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基于对知识产权的对象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它是法律所保护的内容。”
当然，这只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组织起来的首要决定因素，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归类，还需要依靠权利对象这个工具。从权利客体角度看，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为财产权，但这两类财产权的对象是有区别的。所有权的对象是物，知识产权的对象是知识和信息。对象的不同，还会影响权利内容的实现方式。以收益权为例，在所有权中，涉及到权利对象占有的转移；而在知识产权中，因为其对象无法为人们进行有形占有，故而其收益权的实现不以转移对象的占有为必要。同理，可以进一步区别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商业传播所生之利益，专利法保护的是专利技术商业使用所生之利益，商标法保护的是商标使用所生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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